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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社会】

明末清初耶儒慈善思想和实践的会通与转化

韩思艺

( 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明末天主教的东传，使得天主教传教士与儒家基督徒在慈善领域展开了对话与融合。在“耶

教合儒”的思想指导下，双方会通了天主教的仁慈思想与儒家的仁爱思想，展开了融汇耶儒传统的慈善实践。

儒家基督徒们在吸收天主教慈善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的慈善思想和实践进行了转化。他们以上帝的超越

之爱，补正儒家以政治和伦理为主导的慈善思想之不足，并融汇耶儒双方的慈善传统，展开“形神兼备”的慈

善实践。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慈善思想和实践经验，不仅对于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有所启迪，而且还

有助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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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曜是清初颇有影响力的儒家基督徒，

在他看来，天主教信仰不仅合乎儒家的传统信

仰，而且还具有超越儒家道德教化的力量，并能

补正儒家文化传统之不足。在其 83 岁完成的

《天儒同异考》中，张星曜特别提到天主教的慈

善思想和实践( 哀矜) 有助于恢复儒家已经丧

失的慈善( 相赒相救) 传统:

先王立政，四闾为族，使之相葬; 五族

为党，使之相救; 五党为州，使之相赒。四

闾一百家也，五族五百家也，五党二千五百

家也。夫以一百家之众，使之周旋一家葬

事; 以五百家之众，使之救一家患难; 以二

千五百家之众，使之济一家缓急; 则众擎易

举，无不可者。当时之民，彼以此施，此以

彼报，百姓亲睦，风俗淳良。自秦弃礼义，

尚首功，此风微矣。然说者犹云，汉治近

古。五胡云扰，佛入中国，创为布施沙门之

说，以为今生作福来生受，于是天下无识之

徒皆动心于福田利益，群布施于缁流之室，

而相赒相救之风息矣。虽使孔子复生，告

之曰“君子周急，不继富”而不顾也。若天

教则不然，教人行十四哀矜行，其以财施

者，先宗党，后闾里，尊崇上帝，则天下皆昆

弟也。必如是，而后还我中国相赒相救之

风 也。此 天 教 之 有 补 于 儒 教 者 四

也。［1］574 － 575

在上述引文中，张星曜指出儒家自古就有相赒

相救的慈善传统，秦朝以降，特别是佛教传入中

国后，人们只顾关心自己个人的福田利益，而不

再关心他人的需要; 天主教传入中国后，教导人

敬天爱人，“行十四哀矜行”，有助于中国恢复

“相赒相救”的传统。在此，我们暂且不讨论张

星曜判断是否正确，先来简单说明天主教的“十

四哀矜”思想传统，以及明末清初传教士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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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慈善实践，同时也简单介绍儒家的慈善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儒家与天主教之间慈善思想

与实践的异同，以及其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融

合耶儒慈善思想的尝试与实践，进而指出明末

清初耶儒慈善思想和实践的会通与转化的现代

意义。

一、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慈善思想与实践

“哀矜”又可译为“仁慈”或“施舍”，在天主

教传统中清楚列出两大类十四种仁慈的行动:

哀矜之行 ( 形哀矜七端) : 一食饥者。
二饮渴者。三衣裸者。四顾病及囹圄者。
五舍旅者。六赎掳者。七葬死者。( 神哀

矜七端) : 一以善劝人。二启诲愚蒙。三慰

忧患者。四责有过失者。五赦侮我者。六

恕人之弱行。七为生死者祈天主。［2］376

“十四哀矜”是天主教会一直以来慈善传统的

一部分，它源于圣经的教导，成形于托马斯·阿

奎那的《神学大全》，直到今天仍是天主教社会

教导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托马斯在其《神学大全》指出，“仁慈”是爱

德的行为，它又可分为“形体的施舍”( 形哀矜)

和“神性的施舍”( 神哀矜) 。形哀矜包括: 饥饿

的给他吃，口渴的给他喝，赤身裸体的给他穿，

收留行旅者，探望病者，赎回俘虏，以及埋葬死

人; 神哀矜包括: 教导无知者，劝解疑惑者，安慰

忧苦者，规劝犯罪者，宽恕冒犯者，忍耐磨难者，

以及为众人祈祷。之所以如此分类，是因为人

的需要有身体的和灵魂的两类，神性的施舍又

比形体的施舍更为重要，第一是因为所赠予的

东西更为高贵，也就是说神性的礼物胜过形体

的礼物。第二是因为得到帮助的主体更为高

贵，即心神比肉体更为高贵。第三是因为在帮

助我们的邻人时所做的行为，即神性的行为比

那些有一点属于奴性的形体的行为更为高尚。
但是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形下，即在某一样形体

的施舍比某一样神性的施舍更好时，应当有所

权变，例如，应先给一个饿得要死的人提供食

物，而不是应先教导于他。并且，形体上的施舍

也有神性的果效，因为施恩者在形体上的施舍

也是出于其爱天主的动机，而受恩者则可能因

为受惠而感激施恩者甚至感激天主。爱人如己

是天主的命令，所以有智慧的施舍是天主的命

令，而不仅是一种劝告或者是可为可不为的善

行。有时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需要去施舍以满

足他人的需要。并且，虽然我们有责任照顾亲

近的人，注意他们的福利，但是，为了更为圣善

的目的，我们应该施舍给一个更需要救济的人，

以及给一个对大众福利更有所裨益的人，胜于

施舍给一个与自己有更密切关系的人。［3］152 － 173

托马斯是中世纪士林哲学的集大成者，其

思想是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们信仰实践的理论

基础，其中的“哀矜”思想也是当时在华传教士

特别是耶稣会士们的指导思想。利玛窦最早在

其《天主实义》中，将“哀矜”实践与儒家的仁爱

思想结合起来。他指出天主教的仁爱观念包括

两个方面: 爱天主超乎万有之上和爱人如己。
爱天主的具体表现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又

包括“形哀矜”和“神哀矜”两个方面:

夫仁之说，可约而以二言穷之，曰:“爱

天主、为天主无以尚; 而为天主者，爱人如

己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备矣。……然爱

天主之效，莫诚乎爱人也。所谓仁者爱人，

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 爱人非虚

爱，必将渠饥则食之，渴则饮之，无衣则衣

之，无屋则舍之，忧患则恤之、慰之; 愚蒙则

诲之，罪过则谏之，侮我则恕之，既死则葬

之，而 为 代 祈 上 帝，且 死 生 不 敢 忘

之。［4］158 － 161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罗雅谷撰写的《哀矜行诠》
一书，专门论述了“十四哀矜”思想，在当时的

儒家基督徒的著述中，如在杨廷筠的《代疑续

篇》、《天释明辨》、陈薰的《开天宝钥》、张星曜

的《天儒同异考》等著作中，均有所引述，王徵

不仅在其《畏天爱人极论》论述了哀矜思想，而

且还身体力行，创办了“仁会”赈济贫穷，说明

当时天主教的“哀矜”思想在教内的影响甚大。
在这些传教士看来，无论是“形哀矜”还是

“神哀矜”，都是其基督信仰和实践的一部分。
明末清初中国第一个接受洗礼的就是一个得到

救治的病人: 这个人害了不治之症，他的家人也

抛弃了他，神父们听说这事，就去找到这个人，

不仅医治了他肉体的疾病，还把基督教的基本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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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教给他，使他成为这个帝国中第一个接受

洗礼的人。［5］118明末清初陆续来华的耶稣会、多
明尼克会、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们纷纷以自己的

方式开展“形哀矜”的慈善活动，主要包括收养

孤儿、救治疾病、赈济灾民等方面。
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华后，注意到中国社会

普遍存在的弃婴的陋习，人们甚至因为相信灵

魂转生或者轮回学说，不觉得这种野蛮行径有

多么恶劣残忍，反而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

孩子做了件好事。［5］64在各地传教的传教士们也

发现这一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展了收养弃

婴的工作，他们将收养弃婴的工作与传教工作

结合在一起。耶稣会士卫方济曾粗略统计了他

们每年救助施洗的弃婴的情况:“1694 年，我们

为 3400 个孩子施行了洗礼。1695 年有 2639
人，1696 年 3663 人，接 着 这 一 年 和 上 年 差 不

多。”［6］232 － 233如果能够活下来的婴儿，他们就把

这些婴儿送到地方官府办理的育婴机构，并时

常派一位能够教导天主教信仰的人去教导他

们，直到他们长大一些，就把他们领出孤儿院，

送给一些可靠的教友抚养。［7］641 － 642 除了收容弃

婴外，明末清初天主教会还致力于救治疾疫。
1605 年，北京曾爆发了一场传染病，抵达北京

传教不久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就与天主教徒们

一起尽力救助患者，展示基督信仰的爱德。［8］164

一些传教士甚至因为照顾病人受到感染而失去

生命。［7］597，636此外，康熙、雍正年间，耶稣会士罗

怀忠曾经在北京城中开办一处诊所，特别愿意

为贫寒孤苦的病人服务，不仅免费治疗，还赠送

药物、钱财，也已善言劝慰病人，常常亲赴病人

家中为之施医救治。他还利用别人给他的奉献

购买了许多良田，用收租得来的利息支持其慈

善事业。［7］651 － 652 耶稣会士安泰、马德昭在北京

传教，也医治救助了不少贫苦无告之人。［7］678，848

除此而外，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们还参与了赈灾

救助难民的工作，［7］401并在日常生活中，也因着

爱德从事各种的济贫活动。［7］657 传教士们的慈

善实践不仅注重人们肉体的得救，也其注重灵

魂得救; 不仅要施恩惠予那些有需要人，也要传

扬天国的道理，移风易俗，敦促个人实践“十四

哀矜行”，社会形成畏天爱人的风俗。以利玛窦

为代表的传教士们，由于认为中国弃婴习俗与不

尊重生命的罪恶与佛教的六道轮回学说有关，因

此极力批判佛教信仰，特别是其轮回思想。
客观地讲，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们由于受到

自身力量的限制，基本上无法进行较大规模的

慈善活动，而只能充当明清官私之间社会救济

力量的一种有限度的补充。不过，由于这些传

教士多是才俊之士，在传教过程中也多走上层

路线，在作“形哀矜”的同时也不忘作“神哀矜”
工作，他们不断地教导天主教的慈善思想，并且

通过其道德教化和与此相配合的慈善工作，影

响了当时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中国信徒，从下文

中儒家基督徒的慈善思想和实践，我们还能看

到传教士“神哀矜”的教导，以及天主教的慈善

思想和实践对于当时儒者的影响力。

二、儒家的慈善传统

事实上，不仅如张星曜所言，儒家自古以来

就有“相赒相救”的传统，而且，即使到了明末

清初，这种传统仍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关于这一点，张星曜可能是受当时传教士

“补儒排佛”的思想影响太深了，以至于过分批

评佛教轮回学说和功德思想对中国的负面影

响，而没有注意到佛教在中国社会中也做了很

多慈善活动，同时也大大贬抑了当时国家机构

和儒家学者在中国社会慈善事业中所起到得重

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很

早就有慈善救济的思想。《周礼·司徒篇》曰:

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

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

富。
《礼记·礼运篇》则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

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

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

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们可以由此看到，慈善活动自古以来就是统

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之一，是儒家理想社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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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应有之义，国家应当以仁政德治管理万

民，要赡养鳏寡孤独，体恤贫穷疾苦之人，也要

善待富人。周秋光、曾桂林在其《中国慈善简

史》一书中，将儒家的的慈善思想归结为仁爱思

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在中国慈善文化传统

中，与儒家相关的还有佛教和道教，他们都相信

善恶报应学说，推崇好德乐生、爱人利物的思

想，主张 通 过 慈 善 活 动 来 积 德 行 善、建 立 功

德。［9］29 － 49儒释道三家互相影响，形成了中国古

代丰富的慈善思想传统。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慈善机构和慈善活动

的历史悠久，远在周朝初年国家就设有遗人、蜡
氏等职，专门负责救济贫困、老弱、流离之民，掩

埋毙于路旁的死者。这种掩埋遗弃骸骨的慈善

思想经文人儒士宣扬后，普遍渗透到广大民间

社会，成为宋代漏泽园、义冢( 园) 和明清“掩骼

会”、“白骨会”等丧葬善会的思想之源。在西

周以来的历朝历代中，中国政府都设立了专门

的慈善机构，负责社会的慈善与保障事业，包括

救济灾民、慈爱幼童、尊养老叟、赈济穷乏、扶助

贫困、照顾残疾，并设立医疗机构照顾病人、施
医送药。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徒大力宣扬慈

悲戒杀的思想，劝导人们积善修德、济世度人、
广种福田。由于受佛教的影响，社邑随之产生，

它多由僧人和民间的佛教信徒自愿结合而设，

其名称有如: 坊巷社、香火社、女人社、亲情社、
法社等，不一而足。社邑除了供奉佛事外，主要

从事民间的经济活动和生活互助。本来由佛教

寺院设立的悲田养病坊收归国家官办慈善机构

统一管理，成为中国最早的矜孤恤贫、敬老养疾

专门慈善机构。［9］88 － 96 其结果是，佛教的慈悲济

世、善恶报应和广种福田的思想与儒家的慈善

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慈善

思想; 受佛教影响的民间慈善组织和社区也在

慈善事业的制度化和国家化发展中，进入以儒

家传统为主导，辅之以佛教与道教思想，由国家

统一管理的中国传统慈善活动模式。
到了明末，民间的慈善活动渐趋活跃，此时

的慈善机构已经有了民办与官办之分，民间社

会自行创办慈善组织，他们刊行善书，设立善

会、善堂，创立义庄、义田、会馆，开展对本组或

本籍的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活动。而官办的慈

善机构如养济院等，渐渐偏离了其原本的施善

目的，较多地带有了社会控制和教化的功能，如

收容乞丐，安置流民、灾民、孤儿、老人、残疾之

人。由于经费有限、管理不善、贪污腐败等原

因，不仅造成了慈善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真正

有需要的鳏寡孤独残疾之人却得不到有效的救

助，因此，无论是明末还是清初，作为善政的养

济院均问题重重。［9］140 － 153

明末清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间的慈善组

织———善堂善会。同善会成立于 1614 年，是在

东林党人及其友人的推动下兴起的。同善会每

年举办 4 次，会讲的组织者被称为“主会”，由他

来进行劝善演说，募集“会赍”，作为会讲的经

费和救济贫民的经费。救济的对象也不是无差

别、无限制的。同善会的事业之一是劝善的演

讲，贫民救济事业也是以劝善为目的的，要区分

救助对象、甄别善恶。首先救济贫穷又无依靠

的孝子节妇，其次是没有行乞的贫苦困老者，再

次是普通的贫民，至于曾经享受过分的官宦、不
更不做的僧道、“不仁”的屠夫、坐吃山空的败

家子、不孝不悌、吃喝嫖赌的赤贫者，则不在救

助之列，同善会的目的是为了促成乡里形成一

种人人为善的良好风俗。［10］83 － 85 同善会是儒家

色彩非常明显的民间慈善组织，除此而外，明末

清初的民间慈善组织根据各自的宗教文化传统，

将慈善活动与道德教化融为一炉，使得当时的慈

善活动非常丰富多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三、明末清初耶儒慈善思想和

实践的会通与转化

虽然，张星曜对中国儒家的慈善传统有所

忽视，对佛教的慈善传统也有所误解，但是，他

所说的天主教“十四哀矜”的传统，对于中国传

统的慈善思想和实践还是有所补正的，当然，儒

家的慈善传统也对明清之际天主教的慈善实践

有所助益，这就是本文下文要着重讨论的“明末

清初耶儒慈善思想和实践的会通与转化”。所

谓“会通”，即通过翻译与诠释，在相异的文化

传统中寻找相对应的概念和意义体系，以及其

中理论和实践的“可普性”。所谓的“转化”，就

是在承认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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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前提下，揭示出双方在相互学习中，不断自

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对方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

验，将其转化为自身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进而丰

富和 发 展 了 各 自 背 后 的 意 义 世 界 和 生 活 世

界。［11］476 － 482

( 一) 哀矜与仁爱之心相通

在明末清初，无论是当时的传教士，还是信

教的中国儒者，都在信仰的层面上打通了两教

的隔阂，真心相信“耶教合儒”，所以他们并没

有纠缠于耶儒之间神学理论上的不同，而是在

“耶教合儒”的思想支配下，创造性地融耶儒慈

善思想于一炉。除了上文所提及的张星曜之

外，杨廷筠在其《代疑续篇》、《天释明辨》中，王

徵在其《畏天爱人极论》中，早已对天主教“哀

矜”思想有所论述，认为其与儒家的“仁者爱

人”相同。陈薰在其《开天宝钥》中，更是将天

主教的“哀矜”视为是儒家的“恻隐之心”，将

“十四哀矜”的理论与实践贯穿到了中国的仁

爱传统之中:

尧舜以如天如日之仁，无一夫之不获

古帝之哀矜，至矣，极矣，□以加矣! 禹汤

之泣罪解网，文王之发政施仁，皆以尧舜之

心为心者也。孔子曰: “老者安之，少者怀

之。”非此心乎? 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人

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之政矣。”朱子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而

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所以

人皆 有 不 忍 也。”夫 所 谓 不 忍 者，即 哀 矜

也。［12］204

在陈薰看来，似乎尧、舜、禹、汤、文王、孔孟、朱

熹的言行都暗合了“哀矜”思想，人如果行事为

人常常 以 上 帝 之 心 为 心，努 力 践 行“十 四 哀

矜”，也就合乎儒家先圣先贤的教导了。
这些儒家基督徒们不仅这样相信，也是如

此践行。他们不仅如上文所说的那样，积极参

与传教士们倡导和组织的慈善活动，而且还在

传教士们的影响下，自发组织各种慈善组织，如

杨廷筠创立的“兴仁会”，王徵创立的“仁会”，

韩霖在讲解圣谕六言时所著的《铎书》，也加进

去了天主教“哀矜”的思想。这些儒家基督徒

们在会通天主教与儒家慈善思想和实践的同

时，也自觉地吸收了天主教和儒家各自的思想

传统和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耶儒双方各自

慈善思想和实践的传统。虽然，他们没有意识

到天主教与儒家慈善思想与实践背后的深刻的

信仰文化传统的不同，因而在不自觉的情况下，

兼容并蓄地吸收耶儒双方的慈善思想和实践传

统，践行他们的仁爱思想和“哀矜”理念，但是，

笔者则要通过检视当初儒家基督徒们的信仰实

践在何种意义上吸收和转化了耶儒双方传统中

的慈善思想和实践，来考察研究这种“转化”如

何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文化传统，以及明末清

初儒家基督徒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对于当代中国

社会的启迪。
( 二) 以超越之爱补正儒家慈善之不足

根据上文对中国古代慈善传统的考察，我

们发现，就其性质而言，儒家传统中的慈善活动

是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一部分，是君王仁政德

治的体现，虽然其中也以儒家的仁爱思想为基

础，但更多的是统治者施惠于民的政治行为，而

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慈善活动。［13］所以，中国古

代的慈善活动主要由政府的慈善机构负责，一

些由民间自发兴起的慈善组织也要受政府慈善

机构的统一管理，甚至直接收为国有。此外，虽

然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其慈悲思想和慈善活

动逐渐与儒家、道教慈善传统融合，使中国的慈

善活动带上了积善修德、广种福田的色彩，具有

了很强的功利目的，其动机是出于一种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考量，目的是考虑自己的福报，而

非他人的苦难或需要。甚至，即使是出于“大慈

大悲”的慈善之心，也只是出于人的恻隐之心的

反应，是一种由己及人慈善心态。
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则

与此不同，例如王徵在其所创立的天主教慈善

救助团体“仁会”所定的会规———《仁会约》中

明确指出，创立仁会是为了实行仁爱工夫，仁爱

之功分为形哀矜与神哀矜，因为这是天主的命

令。因为在王徵看来，天主是人之大父母，人应

该爱天主超过一切，并尽力遵行其命令，爱人如

己:

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意实，大旨总

是一仁。仁之爱用有二: 一爱天主万物之

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

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然必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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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能尽人之心之功，方是真能爱天主。
盖天主原吾人大父母，爱人之仁乃其吃紧

第一义也。……此天主亲命，独行之足矣

……
余兹感于西儒罗先生《哀矜行诠》，立

此仁会约，盖欲从今以后，自竭心力，合众

全力，俾人游乐郊，补此有憾世界，以仰副

天主爱人之至仁。［14］56 － 57

他创立仁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诸位同志一道，

效法天主爱人的榜样，实践仁爱之功，补救世界

中存在的贫贱老病的缺憾。可见，王徵及其仁

会实行慈善的目的，不在于实行仁政德治，也不

在于获得今生后世的福报，而在于遵行天主的

命令，行爱人如己的“哀矜”之事。这种慈善动

力来源于天主，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慈善心。仁

会的这些社会救济工作虽然和中国传统的善

会、善堂虽然没什么不同，但是中国的善堂一般

是同宗同族、同行同乡的组织，而仁会则是具有

相同信仰的基督徒的组织，他们以天主为大世

人父母，以世人为同胞兄弟姊妹，其爱人如己的

思想和实践也超越中国传统的血亲、乡党关系。
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的“哀矜”思想与实践，将

慈善活动真正建立因为爱天主而产生的爱人如

己之心之上，透过超越的信仰具体地落实了儒

家的仁爱思想，真可谓张星曜所说的“天教之有

补于儒教者”。
( 三) 融汇耶儒以实现形神兼备的慈善思

想和实践

对于明末清初的儒家基督徒而言，“形哀

矜”只是其爱天主与爱人如己信仰实践的一部

分，更为重要的是“神哀矜”。杨廷筠、王徵、李
之藻等人不仅做一些“救饥、衣裸、施诊、葬死”
的善事，还设立义馆，让幼童入学，以帮助教徒

的生活和学习，在他们主办的慈善活动中贯彻

了“神哀矜”的精神。此外，他们还兴办一些具

有天主教灵修色彩的组织，如“圣母会”、“天神

会”、“苦难会”，通过较强的宗教性活动，如观

像默想，自打苦鞭，赎罪补过，来培育其“神哀

矜”的精神。［15］46

以韩霖所著的《铎书》为例，笔者将说明儒

家基督徒如何融汇了耶儒慈善传统与道德教

化，完成了形神兼备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在《铎

书》中，韩霖以一种跨文本的诠释方式，将天主

教的伦理思想与中国伦理思想中的大传统和小

传统熔于一炉。在其中的《和睦乡里》一节中，

韩霖介绍论述了天主教“哀矜”思想，他指出，

因为众人都是上天所生所爱的，所以人也应该

敬天爱人，做到“分人以财，教人以善”。韩霖

将儒家与天主教双方伦理思想传统结合起来，

本色化地解释了“神哀矜”思想，也深化了儒家

相关的论述。如韩霖引用宋代《吕氏乡约》中

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二条，在中国的文

化传统 背 景 中，赋 予 了“神 哀 矜”中“以 善 劝

人”、“责有过失者”新的含义，如劝人修身齐

家、事父母、教子弟、畏法令、谨租赋等，责备那

些“酗博斗讼、行止逾违、行不恭逊、不忠信、造
言诬毁、营私太甚”的行为。［16］88 － 89 将儒家的仁

爱之心、忠恕之道与“恕人之弱行”结合起来，

主张“宁人负我，勿我负人; 宁我容人，勿入容

我。”忠 厚 以 待 人，忍 耐、不 争、非 讼 以 存

身。［16］90 － 91也将天主教的的教导融入了中国传

统中“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处世之道中，指出:

况怨无大小，天未有不报之者。我有

罪，望天赦; 人有罪，我不赦乎?

更有进于是者，有人掌尔右颊，则以左

颊转而待之; 有欲告尔于宫，夺尔一物，则

以二物倍与之。［16］93 － 94

在上述引文中，韩霖引用圣经中耶稣的教诲来

教导人要赦免得罪自己的人、爱仇敌，这些正是

“神哀矜”中“赦侮我者”的应有之义。此外，韩

霖还将“哀矜”之道归纳为五条原则:

施予又有五要焉。……一曰，谦而无

德色。凡 人 所 与，皆 天 所 赐，非 我 物 也。
……二曰，真而勿为名。凡右手施，勿令左

手知，甚言施恩之不宜自炫也。……三曰，

捷而勿姑待。……四曰，斟酌而有次序。
……五曰，宽广而勿度量。［16］86 － 87

在其中，韩霖引用圣经中的教导，来说明做慈善

活动应该心怀谦卑，因为一切出于上天所赐; 也

应该不为名利; 还应该有计划、有次序，慷慨相

助。在他看来，只有在“天”( 天主) 之下，人才

可能向他人施行“神哀矜”，以遵行上天( 天主)

的命令、敬爱上天( 天主) ，并获得上天( 天主)

的启迪引导、安慰赦免、宽恕以及祝福; 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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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哀矜”的思想支配下，人才可能真正怀着超

越的慈悲怜悯的心态去实践“形哀矜”。这样

的“哀矜”，会使人自觉地放下高高在上的“施

恩”心态，也放弃求名、祈福、消灾、积德的功利

之心，并且也不是因为一时的恻隐之心而去行

善，而是以一种自觉的、平等的、非功利的、合乎

理性的心态去做慈善事业，关怀社会。这也是

张星曜所说的“天教之有补于儒教者”之一。
当然，在《铎书·和睦乡里》中，韩霖也用

儒家的道德教化的箴言、典故、事例诠释了“神

哀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天主教的道德修养传

统，也有利于天主教“哀矜”的思想和实践落实

到了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来。这应该属于“儒教

之有补于天教者”。
( 四) 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的慈善思想和

实践及其现代意义

将“神哀矜”与“形哀矜”结合，使得天主教

的“哀矜”实践不再像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所

理解的“慈善活动”那么简单，而具有了更为广

阔的情怀。事实上，这本来就是天主教之所以

存在的两大使命。［17］在儒家的传统中，儒者的

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事慈善活动本

来就是儒者的分内之事，扶危救困、从事慈善活

动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明朝末年，天主教与儒

家的因缘际会，为耶儒二教围绕慈善活动的会

通与转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双方慈善思

想和实践的激荡砥砺、丰富发展提供了宏大的

历史舞台，一直对今天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发

展仍有借鉴意义。
明朝中期之后，政事荒废，国家对社会的控

制减弱，民间讲学、结社蔚然成风，东林党就是

其中最有影响书院，有“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

林”之说。东林党人如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
熊明遇等人，都与耶稣会士们以及中国的儒家

基督徒们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东林党中几

乎所有成员都对天主教表现出极大的友好感

情，儒家基督徒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还

先后在东林书院主讲过。明末讲学、结社的风

潮也给耶稣会士和儒家基督徒们极大的启发，

他们也效仿中国传统文人的作法，结社讲学，如

“圣母会”、“天神会”、“苦难会”、“文人社”、
“兴仁会”、“仁会”等，他们一方面宣扬天主教

信仰，同时也积极从事许多慈善活动。这些都

是儒家结社讲学的传统对于明末天主教慈善思

想和实践的助益，其结果是促进明末儒家基督

徒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具有了现代社会的特征。
由于耶稣会士和儒家基督徒们融汇耶儒的努

力，使得当时天主教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具有了

超越宗教的世俗性，它们不像西方中世纪的慈

善活动机构是从属于天主教会或者某个修会，

当然也不像中西方传统中官办的慈善机构那样

是政府行为，因此，其中虽然有很强的道德教

化，也有很强的天主教和儒家色彩，但是又不完

全属于天主教或儒家，也不属于政府，这非常类

似于现代的一些非政府慈善组织。并且，在经

营上，“仁会”等慈善组织也有西化色彩。入会

者每天出银两一分，作“仁会”基金。“有会督、
会辅，专司贮收、易置、传银、散给等事”。用会

员制，分享权利和义务，设专门的财务和监督，

是一种相当西化的社会团体。［15］46

近些年学者们在研究中国的慈善组织时，

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这些慈善组织的发展是

否可能形成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共领域”，形

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他们的答案是否

定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与官方的联

系太过密切，并没有足够的独立性; 并且中国传

统慈善活动中包含有太多的施恩图报的功利性

色彩，也与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
社会关怀相去甚远。［18］笔者一方面同意他们的

分析，另一方面也认为，明末儒家基督徒所办的

慈善组织在当时政事荒废、结社自由的情况下，

恰恰有较强的独立性，并且他们所进行的慈善

思想和实践，通过天主教的“神哀矜”传统祛除

了佛道慈善活动中的福报思想，也淡化了儒家

太强的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想，并且在与儒

家思想的“合儒”式的对话中，致力于构建耶儒

合流的文化，避免了过分功利的传教护教目的，

使得这种融汇中西方传统的慈善组织最有可能

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机构，并形成现代

意义上有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

四、结 语

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东传，给中国带来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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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同的文化因素，在耶儒对话中，通过双方学

者的相互学习交流，创造性地产生了不少新的

思想，并形成了新的天主教、儒家流派———儒家

基督徒，他们所进行的慈善活动也丰富和发展

了耶儒双方各自的慈善思想和实践传统。例

如，他们将天主教的“哀矜”思想引入中国社会

的慈善活动中，以爱天主和爱人如己的思想代

替了中国传统慈善活动中所有的政治性或功利

性的因素，使慈善活动变得更为纯粹; 同时也借

鉴了儒家结社讲学的传统，通过吸收耶儒双方

的慈善思想和实践经验，将天主教“神哀矜”的

信仰实践创造性地落实到中国的乡土社会中

来，发展出某种独立于政府、宗族、教会、修会的

既有中国特色又带有现代慈善精神的民间慈善

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具有了发展成为具有公

共领域的现代市民社会的可能性。
虽然官办慈善事业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但

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往往官办的慈善事业会使

慈善事业徭役化，使慈善活动成为政府进行社

会控制和政治教化的手段，其中也不免因为官

场的贪腐，使慈善活动的成效减弱，使人们的慈

善活动的自发性丧失。慈善事业需要人们的慈

悲之心、恻隐之心、博爱之心的呵护，但是不同

的宗教、文化传统有其不同的信仰基础和慈善

活动的理路，不可能通过政府的社会教化统一

培养，形成全社会内容一致的慈善之心，所以将

慈善工作向全社会放开，社会事允许社会各阶

层、各宗教的人士来参与，才有可能使社会的慈

善事业有序有效、健康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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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een the related indicators of corporate govern-
ance and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appro-
priate scale of company executives and high equity
balance can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viron-
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he companies with
state-owned big shareholders and large asset rela-
tive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nforma-
tion disclosure，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
ted the theory that those corporates with good busi-
ness performance provide better quality of environ-
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indicating that the
signaling transfer theory and the voluntary informa-
tion disclosure theory are established in China．
Key words: corporate governanc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incipal component re-
gression

Conv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n
Charity Thoughts and Practices between
Catholicism and Confucianism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HAN Si-yi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In late Ming dynasty，the spreading of
Catholicism launched a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Catholic missionaries and Confucian
christians on char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erging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sm together
”，the missionaries and Confucian Christians con-
verged the ideas of merc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i-
deas of benevolence of Confucianism，and carried
out charity practices integrating Christian and Con-
fucian’s traditions． The Confucian Christians ab-
sorbed Catholic charity thought，and transformed
Confucian charity thought and practices． They cor-
rected and supplemented Confucian charity thought
dominated by politics and ethics with God's tran-

scendence love，and expanded charity practices
“combining mind and body”by integrating both
Christianism and Confucianism charitable tradi-
tion． Confucian christians' charity practice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can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to contemporary China's philanthropy，

and can promote forming the“public domain”and
“civil society”in Chinese society today．
Key words: Catholism; charity; 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Salvation and Education: On catholic
Charity Work for Children in Chin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IAO Qing-he

Department of History，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200444 China

Abstract: When missionaries preached in Chin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atholic educa-
tion of children and Confucian initiation education
began to exchange and dialogue with each other．
Missionaries set up some kinds of charity organiza-
tions such as foundling asylums for the abandoned
children，which were one significant part of chari-
ty works in Ming and Qing society． Missionaries'
preaching to children changed the dominances of
Confucian literati i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which aroused anti-Catholics' suspect and attack，

and also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variety of ru-
mors． However，Catholic charity for children dur-
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arity of Ming and Qing．
Missionaries' paying attention on children's spirit
and ethics education also provides useful refer-
ences for us on children's charity and education
nowadays．
Key words: Catholicism in Chin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charity，missionary，Jes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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